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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在谈论大学要奔

世界一流，争论当代为什么出

不了大师，探讨怎样回答“钱

学森之问”。可是，在上个世

纪 90年代初的北京电影学院，

却是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起

码的条件来谈论这些的。

我初到电影学院，去教职

工家里串门。当我走进一位年

轻职工家里的时候，一见面，

她的眼泪便夺眶而出，这使我

不解。坐下来聊，原来她的月

收入只有 200多元钱，她先生

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一

个男孩在读小学，生活难以为

继。听到这些，我也抑制不住

自己的眼泪。这是个别现象吗？

我请财务部门测算了一下，全

院教职工 525人，人均月收入

280元，可见这不是个别现象。

从我的收入情况看，也同样能

说明问题，清华时月收入 800

余元，到电影学院后是 407元。

教工收入低，生活困难。到校

没多久，还发生过因为上级拨

款未能按时到位，险些发不出

工资的情况。学校的财务处长

到别的单位借款才解了燃眉

之急。

作为学校，课堂教学自然

是最为重要的。教学录像带已

经模糊得不能使用，当教师们

说“这课没法上”的时候，学

校却没有经费去复制录像带。

影片观摩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

节，但学校却没有自己的放映

厅，需要每周数次租用别人的

场地。进入 20世纪 90年代，电

脑在高校里已是十分普及的了，

可电影学院全校总共只有 12台

“286”PC机作为计算机课的

教学设备，其中还有几台瘫痪

的，根本不能使用。至于科研、

办公则无一台电脑。

学校内仅有的一个有 200

个座位的小剧场，舞台地板起

伏如波浪，因资金问题而迟迟

不得维修。1993年 5月 26日晚，

海关总署借用小剧场，演员们

在台上随着舞台的波浪起舞，

在台下陪着总署领导的我却额

头冒汗，散场后一再向客人表

达歉意。

1992年 12月 23日召开首届

教代会。会场上，台上台下有

几盆花，自然会使得气氛热烈

些，可学校竟拿不出一盆花。

我只好向“娘家”求救。清华

校长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电影

学院去取花的同志，拉回来一

汽车花，而且用后全部无偿送

给了电影学院。后来，我请清

华花房退休的赵玉平师傅来电

影学院帮助建花房。他一铲铲、

一株株地自己动手种植花草，

也去邻居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来

许多花，终于建起了电影学院

自己的花房和 1500平方米的花

圃，保证了学校各种场合的用

花需求。赵师傅不计较报酬高

低，我俩同住清华，我要他与

我一同乘学校的车上下班，他

执意不肯。尽管年事已高，身

体又不好，仍然坚持每天乘公

交车往返于清华与电影学院之

间。赵师傅是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帮助了我的人，他为电影学

院做出了贡献，在此，我对他

表达我诚挚的敬意 !

“红旗能打多久？”这是

当时在群众中流行的一句话。

王凤生

抓钱

黄亭子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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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

散？”有人这样劝说校机关的

工作人员。这些话反映了当时

存在于群众中的一种悲观情绪，

普遍在等待和观望。

这是初到北京电影学院时

我和学校领导班子所面对的实

际情况，当然不是全部。教职

工要温饱，孩子们要上学，衣

食住行这些人们生活的基本需

求对于许多单位来说，也许早

已不成问题，但是，对于北京

电影学院却是仍然未解决的大

问题。更不要说只有模糊的录

像带和波浪的舞台，是不便谈

论提高教学质量的。

这许多困难，对于我和整

个学校领导班子是很大的考验。

更何况新的班子尚不健全，我

到任前，院长就因病住进医院，

直到 1992年初不再担任院长职

务。在 1992年底新院长到任之

前，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和班

子其他同志一起共同担起学校

这副沉甸甸的担子。

在一次年初全院教工大会

上，我代表班子布置全年工作，

讲了七项任务，第一项是“抓

钱，开源节流，增加学校财力”。

当你了解了电影学院的实际状

况，你就会觉得我的话是不错

的，但传到社会上，却引发了

议论。一位兄弟院校的领导问

我，你布置工作，第一项为什

么不是“学习邓小平理论”，

而是“抓钱”？学习邓小平理

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是当

然的。但是作为基层单位，不

能逐级都只是停留在重复总书

记的话上面，好像这样就算贯

彻了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了

一致。而至于是否找准了本单

位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办法和途径，则不去管了。所以，

我反问这位朋友，什么是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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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理论？“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这是邓小平理论的

精髓。我谈“抓钱”正是从电

影学院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工作

任务，是在“活学活用”。

北京电影学院既然是公办

学校，为什么还会在经费上面

出问题？这就涉及到当时的一

种不合理的财务拨款制度，即

依据在校学生的数量来决定拨

款数额。作为艺术院校的电影

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有

限的资源决定了它的学生数量

是很少的。1992~1993年度，

全院本科生仅 271人，研究生

31人。这样一个学生数量，在

那种拨款制度下，决定了国家

给学校的拨款是很少很少的。

1991年国拨经费 320万，1992年

也只有 382万。而且，全部教

职工工资都包括在内，占拨款

总数的一半还多。学校又没有

自己创收的手段，经费紧张自

然是可以想见的了。

经费，钱的问题不解决，

人心不稳，队伍涣散。提高教

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也只能

是一句动听而无实际意义的口

号。

有什么办法吗？开源节

流，发动群众，解放思想，多

种途径，增加创收。允许系里

办公司。1992年上半年，在学

校的号召下，各系先后办起了

十几个公司。可文人不贾，艺

术家们实在是不善经营，不赔

本已经算是成绩，顶多也只是

弄了点小钱零花，买点纸张笔

墨之类。增加教学投入，改善

办学条件则是完全谈不上的。

同时，节约开支。“今年买电

冰箱，明年再买洗衣机”这是

我当时大会小会经常叨叨的一

句话。

从改革入手。一个下午，

会议室里，窗外的天阴沉沉的，

我和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在为增

加财力一筹莫展。学校规定师

生外出拍片要向学校上交一定

比例的提成。可长时间来很少

有主动交款的。一个无力监督

的制度，将其权力下放不好吗？

由校管变为系管。这一个措施

实行下来，很短的时间内表演

系就有了 10余万元的收入。

管理系提出办出租汽车公

司，我也表示支持。而且曾帮

助他们去借钱、贷款，尽管没

有成效。公司办起来了，每周

六下午，公司召开司机会，105

亩地的偌大一个校园，有限的

空地和道路，被出租车塞满了，

校园内一片黄色。这还是一所

学校吗？由于经营不善，也未

能解决什么问题。学校办出租

汽车公司，校内外都有看法，

我也是不情愿的，但我都不去

管这一些了，“有病乱投医”。

有人出主意，办加油站可

以赚钱。我曾与相关的同志在

校内选址，但终因我胆子不够

大，怕火灾、爆炸之类的事情

发生，而未付诸行动。

国际培训中心，通过加

强管理，尽管收入不多，却成

为那段最困难的时期学校创收

的一个主要来源。经过努力，

1993年，全年全院创收 200余万

元，财务状况开始有些许好转。

为了进一步解决财政问

题，在 1993年 4月 30日上午，

在学校音像出版社会议室召开

的学校领导班子会上，我提议

建立学校董事会，得到班子以

及上级主管部委广电部的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 1995

年召开了北京电影学院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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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广电部副部长何栋

材任董事长，有广电部有关司

局、电影制片厂、公司等共 53

个董事单位。董事会一成立，

董事会基金就达 300万元，到

1999年初，三年共募集董事会

基金 643万元。加上广电部拨

给学校教育专项补助金等措施，

使得学校的财务状况得到显著

好转。

随着学校财力的增加，教

工收入与居住条件也逐步得到

明显改善。人均月收入由 1992

年的 280元增加到了 1993年的

538元，1996年达到 730元，

1997年达到 933元。1999年进行

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较大幅度

的提高了教学一线教师的待遇，

其他人员待遇也相应得到提高。

全院教工人均月收入达到 1800

元。当时在艺术院校中处于较

高水平。

为了解决教工住房困难，

先后盖了两栋教工宿舍楼，加

上从北京市购置教工住房，于

1997年 8月，结束了 10余年未

建房分房的历史。308户调换新

居，占教工总数的 48%，人均

住房由原来的 4.9平方米（建筑

面积）提高到 7.4平方米。1999

年再一次调房，人均住房面积

达到 12.2平方米，较大程度地

改善了教工的居住条件。

教学经费也有了较大幅度

的提升。建成了标准放映厅，

结束了学校没有自己的影片观

摩场地的历史；新建了青年电

影制片厂用房、动画学院用房、

留学生公寓及留学生餐厅等教

学生活设施，添置了教学设备，

改善了办学条件。

2000年，我到了退休年龄。

虽然我几次向广电总局及北京

市委提出按时退休，也还是拖

了两年的时间。那时，除了学

校正常运转所需经费，已经有

了以千万元计的经费结余。有

同志向我提出，我校教工待遇

仍较一些院校偏低，大家有意

见，希望再次提高待遇。我说，

我已到退休年龄，提高待遇这

件事留给下一届班子去做吧，

也许对于新班子开局会有好处。

《共产党宣言》里明白地

写着：“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

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

代表运动的未来。”可现实生

活中却存在一种现象，一些人

只顾本届政府能够得到群众的

拥护，多得选票，而只做那些

能够被上级、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的所谓“政绩”，而至于这

些“政绩”对于本单位的未来

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却不去

管，对于他的后继者，后后继

者的工作是有帮助还是会造成

困难却较少考虑或根本不予考

虑。这就违背了老祖宗的遗训。

一届政府也许没盖大楼，没有

显赫的“政绩”，但方向对头，

立了规矩，造就了良好的风气，

增强了单位的实力，为以后的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

了未来发展的有利条件，起了

铺路石的作用。我以为这同样

是很了不起的“政绩”。

1996年 2月 15日，国务委

员李铁映同志来北京电影学院

视察。我对他讲，中国的大学

校长、书记是最难当的，他要

担起全校师生的吃喝拉撒睡，

不只是教学与人才培养。这是

我的切身感受。                                                 

                                                

(2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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